
[内容提要] 如果说再分配体制下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对社会分层的刚性作用意味着阶层结构的某种程度

的再生产的话，那么，这种再生产特征是否因为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消解了呢？通过对职业地位获得过程的

经验研究，我们发现，自致因素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被加强，但家庭背景因素通过所谓的自致因

素的作用来影响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如果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近似度量的话，家庭背景对人

们职业地位获得的潜在影响则提醒我们趋于隐蔽的阶层结构的再生特性的存在。

Abstract：Under the system of redistribution，national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cts directly on the

proces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To some extent，this means reproduction of class structure. The question is，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has this reproductive character been limited? Empirical study on attainment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hows that so-called “achieved factors”have strengthened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peo－

ple’s attainment of occupational status，whereas factors of family background affect people’s attainment of occu－

pational status through the achieved factors. Conclusions from empirical study remind us of the concealed tenden－

cy of reproduction of social class structure.

趋于隐蔽的再生产
———从职业地位获得看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

[文 / 方长春 ]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政治权力和国家对资源的集中分配成为

人们地位获得的主要机制。有论者曾指出：“1949

年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三十多年中，国家倡导

并在实践中推行‘持续的阶级斗争’。不同‘阶级

（成分）’被政治、家庭和职业标准加以界定；阶级

标签被用于政治运动的大众动员，以及生活际遇

和生活身份的分配。这是一套被政府及其不同部

门设计、支持乃至操纵的阶级系统（或者说是‘社

会主义阶层’）”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社会

主义改造，原有的“精英”阶层地位发生了根本性

的逆转，而原来处于相对较低地位的工人和农民

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当社会主义

制度确立下来之后，当新的统治结构稳定下来的

时候，社会阶层结构变得相对稳定，城乡二元分割

以及单位制等制度设置，使得社会流动降到非常

低的水平。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经济地位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中所处的位

置，因而他们的经济利益取决于他们在国家再分

配体制中的权力地位，以及他们接近被国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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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大小”②。按照“当代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观点，“1978 年以

前，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社会整

体上趋于封闭，先赋规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规

则”③。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有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

（知识分子阶层） 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步分化，

新的阶层（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群体

（如农民工群体）不断涌现，阶层化的机制以及阶

层之间的相对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阶层结构

也仿佛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开放性。那么，在这样的

历史时期，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到底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早期的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对社会分层的

刚性作用意味着阶层结构的再生产，那么，这种再

生产特征是否因为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消解了呢？

抑或这种再生产的作用机制发生了形变？本文试

图通过职业地位获得过程的经验考察，探讨城市

社会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④。

二、研究设计

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

所谓阶级或阶层的划分，实际上是基于意识形态

的需要，由国家权力强力介入而作的人为划分（这

种划分也毫无疑问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地

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种基于意识形

态的需要而作的“阶级划分”慢慢消解。但是，由于

经济改革是从社会的边缘，或者说是从“体制外”

首先开始的，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谓再分配

的经济体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占主导地

位，可以这样说，在整个 80 年代，甚至到 90 年代

中期，国家制度和政策安排依然是决定人们社会

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在这种体制下阶层结构表

现出非常强大的刚性，这种刚性不仅体现在不同

阶层的相对关系上，而且体现在人们的代际地位

获得上。就城市社会而言，单位制等制度设置，使

得阶层结构的生成过程表现一定的再生产特性，

即各阶层的成员相当一部分从其内部产生。以职

业地位获得为例，林南和边燕杰运用 1985 年天

津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虽然在中国父子之

间不存在直接的职业继承，但是父母单位所有制

对儿子单位所有制有显著的影响⑤。边燕杰认为

在中国找单位与找工作是两回事，找单位在先，从

事职业在后。并且，单位相对于中国人的地位获得

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不同的单位提供不同的工作

环境、晋升机会、工资、福利、住房等等。通过对

1988年天津调查数据的分析，边燕杰指出，随着时

间的推移，单位地位在父子两代人之间有越来越

强的继承性，父母对子女职业地位的影响是通过

子女单位所有制来实现的⑥。其实在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城

市劳动力大都隶属于一个个具体的单位，个人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与单位息息相

关，进入不同的单位也就意味着拥有不同的生活

机遇⑦。而单位作为一个结构性的地位决定因素，

也在城市居民代际地位获得过程中表现出显著

的作用⑧。自 1978 年改革开始，特别是自 80 年代

中期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单位制度

改革的政策，加紧对单位体制的职能转化。这些转

化是否导致了单位制作用的衰落？刘欣等通过理

论探讨指出，作为国家控制的核心机构之一，工作

单位在社会转型期仍然对中国城市分层有着重要

的影响，再分配机制依然影响职业流动，个人的社

会地位与单位的地位密不可分，单位组织仍是研

究中国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分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

因素⑨。

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引入，上述阶层结构的

再生产特征是否发生了改变呢？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有关当代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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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流动的研究表明，最具优势的国家与社会管理

者阶层在社会流动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具有

代际继承性并且多进少出的特点⑩。而陈光金通

过分析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机构的有关私

营企业主的多次调查数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

主要机制从所谓的精英循环转变为精英复制。这

可能意味着，对其他普通的社会阶层（工人、农民）

而言，这个社会阶层的边界正变得日益封闭”輥輯訛。

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过程中表现出的上述封

闭性意味着阶层结构的再生产特征的存在，本研

究以职业地位获得为例，来进一步论证阶层结构

生成过程中这一特征的存在与否 （之所以选择职

业地位为例，其一是因为，在研究者们看来，现代

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可

以通过人们的职业地位很好地反映出来，其二是

因为职业是人们群体身份的客观的，也是最易观

察的标识）。根据前述讨论，在经验研究中，我们首

先通过代际职业地位的关联性来考察阶层结构生

成过程中的再生产特性及其程度，然后通过分析

家庭背景因素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来探讨

这种再生产特征存在与否的原因。具体来说，本文

首先要验证的一个假设就是代际职业地位之间的

关联性（假设 1）。如果代际职业地位的关联性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话，结合前文提到的“单位制”

等的研究，我们认为初始职业（下文简称“初职”）

的单位类型和教育程度可能是影响人们职业地位

的直接因素（假设 2），而职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

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家庭背景（研究中被操作化为

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文化程度） 影响着人们的教育

获得（假设 3）和初职选择（假设 4）。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笔者 2006 年 6 月至

9 月在南京市所做的一项名为“家庭环境与子女

教育”的社会调查，调查对象是南京市各级各类学

校学生的家长，抽样方式为多阶段整群抽样，计划

样本 2200，有效样本 1885，资料收集方式为留置

问卷，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吸收了戈德索普輥輰訛等的

观点以及国内学者在经验研究中的一些具体做

法，从所有制、工作场所中的权威等级（行政级别

与管理级别）、技术能力等几个维度来度量人们的

职业地位，将职业地位划分为这样几个类别：城市

无业者或无固定职业者、农民、工人、自雇佣者、专

业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

几个职业阶层輥輱訛，并且赋予各类别以等级意义。

与同类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人们的初始

职业地位是很难度量的，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只

涉及到人们职业单位的选择，而其职业地位不仅

包括单位类型，而且包含着人们在工作组织中的

权力、自由度、技术能力等等，如果以初始单位作

为最初的职业地位的度量，在代际流动分析中就

有可能出现所谓的逆流动现象。另外，在本研究看

来，教育，特别是职前教育是人们职业获得的原因

变量，而收入则是人们职业的产出变量，因此以教

育和收入来度量初职职业地位也有其不妥之处。

基于这些考虑，在分析中，我们将人们的初职以其

单位类型来衡量，目前职业（下文简称“现职”）则

以体现单位类型、工作场所中的权威等级、技术能

力要求等的职业地位来测量。

三、研究发现

（一）代际职业地位的关联性

表 1 是对代际职业地位关系的分析。从表 1

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代际之间的职业地位有

着非常高的关联性。与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国

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子代，经济管理人员的子代，及

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可

能 性 比 成 为 工 人 的 可 能 性 分 别 高 出5.558 倍、

0.944 倍和 0.926 倍，而与农民的子代相比，自雇

者、工人家庭出生的子代在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

2009/07 开 放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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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方面没有显著的优势，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管

理者的子代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可能性最

大，而经济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在成

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方面也有着较强的优势；与

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子

代，经济管理人员的子代成为经济管理人员的可

能性比成为工人的可能性分别高出 3.215 倍和

0.915 倍；而与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自雇者、工

人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成为经济管理人员方面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与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国

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子代，经济管理人员的子代，以

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

性比成为工人的可能性分别高出 7.025 倍、1.495

倍和 1.867 倍，而与父亲为农民的子代相比，自雇

者、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方

面没有明显的优势；另外，分析结果也表明，自雇

者的后代成为自雇人员的可能性也是最高的。

如果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济管理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这三个职业阶层是优势职业阶层的

话，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子代

在进入这些优势职业阶层方面具有非常强的优

势，而经济管理人员的子代在进入国家与社会管

理者和经济管理人员阶层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优

势。概括起来说，优势的职业阶层具有较强的自我

再制性。这一研究结论与前述“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结构”课题组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有着一

定程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就本研究的假设 1 而

言，优势职业阶层职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是存在

的。那么这种关联性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影响职业地位获得的直接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子代的职业地位与父辈的职业

地位之间，特别是两代之间在优势职业地位方面

表现出很强的关联性，也就是说优势职业地位可

以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但这种传递所采用的策

略有可能是相对隐蔽的。因为在分析过程中，当我

们将本人的教育、初职单位和职业经历等变量带

入上述分析模型，结果发现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

代目前的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方

程省略）。对人们当前职业地位有着显著直接影响

的是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经历。表 2 的分析

结果显示的是本人的教育、工龄和初职单位等因

素对几个优势职业地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

子代职业阶层 a

国家管理 经济管理 专业技术 自雇拥者 无业
父亲职业

阶层

Intercept
国家管理

经济管理

专业技术

自雇佣者

工人

农民

B
-1.275***

1.881***

0.665*

0.655*

0.764
-0.521+

0

Exp（B）

6.558
1.944
1.926
2.146
0.594

.

B
-0.895***

1.439***

0.650*
0.300
1.077+

-0.172
0

Exp（B）

4.215
1.915
1.349
2.937
0.842

.

B
-0.682***

2.083***

0.914***

1.053***

0.459
0.332
0

Exp（B）

8.025
2.495
2.867
1.583
1.394

.

B
-0.114
-0.697
-1.518***

-2.451***

1.069*

-1.567***

0

Exp（B）

0.498
0.219
0.086
2.913
0.209

.

B
-1.397***

-0.800
-0.822
-0.657
0.481
-0.052

0

Exp（B）

0.449
0.440
0.518
1.617
0.949

.
N＝1630；-2Log Likelihood＝138.740；Chi-Square＝280.166***，df＝25，Pseudo R2（Nagelkerke）＝0.164

注：+ p≤0.10，*p≤0.05；**p≤0.01；***p≤0.001；（a）参考类别：工人

表 1：代际职业地位的关联性（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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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获得的影响。

从表 2 的分析结果中首先可以看出，教育在

进入优势职业阶层方面的作用是很显著的，仅仅

从教育和优势职业地位的表面关系来看，它们之

间的关系似乎符合所谓工业化逻辑对所谓绩效主

义的宣称。表 2 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工龄对人们

获得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以及获得经济管理人员

职位的影响是积极的，也就是说工龄越长对人们

获得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经济管理人员职位越有

帮助。有意思的是工龄虽然对人们获得专业技术

人员职位的作用也是显著的，但这种作用是负向

的，对于这一反常的现象，可以用技术更新的速率

和近来高等教育的扩展来解释。也就是说，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新的技术不断涌现，而与此同时，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 10 多年来快速扩展，这就使

得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更容易获得专业

技术职务。

从表 2 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初职单位为党

政机关者有着非常强的优势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

者，而初职单位为各类企业的，其初职单位本身就

构成其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显著障碍；初职

单位为民营 / 三资企业、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成

为经济管理人员的可能性最大，而初职单位为国

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成为专业技术人员

的可能性最大。总之，初职单位对人们当前优势职

业地位的获得是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的。

前述分析表明，本人的教育和职业经历对人

们当前的职业地位的获得有显著的影响 （即本文

的假设 2 得到验证），而这体现的是自致因素对人

们职业地位的影响。这一结论仿佛与前文论证的

职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的结论相矛盾，但正如我

们在研究假设中提到的那样，家庭背景对子代的

模型 2
（经济管理人员）

模型 3
（专业技术人员）

受教育年限

工龄

初始单位 a

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民营三资

Constant
N
-2Log Likelihood
X2

df
Pseudo R2（Nagelkerke）

表 2：教育及职业经历对优势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binary logistic 回归）

模型 1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1782
674.405
487.02
7

0.500

1782
1307.36
137.816

7
0.134

1782
1668.891
434.957

7
0.313

B
0.477***

0.058***

2.017***

-0.042
-2.068***

-3.122**

-18.786
-9.450***

Exp（B）
1.611
1.059

7.519
0.959
0.126
0.044
0.000
0.000

B
0.324***

0.057***

-0.470
-0.062
1.224**

1.051*

1.498***

-8.177***

Exp（B）
1.383
1.058

0.625
0.940
3.402
2.859
4.471
0.000

B
0.369***

-0.037***

-0.567
1.633***

1.663***

0.763+

0.940*

-6.615

Exp（B）
1.446
0.963

0.567
5.121
5.278
2.145
2.560
0.001

注：+ p≤0.010，*p≤0.05；**p≤0.01；***p≤0.001；（a）参考类别为：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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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获得和初职选择的影响是不可以忽视的，并

且如果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的话，可以说家庭是以

一种内隐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接下来我们分别

验证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获得和初职选择的影

响。

（三）教育的获得过程

如果说家庭背景影响着人们的教育获得的

话，那么这种影响首先针对的是人们职前教育的

获得，因为职后教育的获得还有可能部分地受到

当事人因自身职业地位而获取的某些资源的影

响。另外，就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而

言，职前教育获得所受到的家庭背景的影响要比

职后教育所受到的要直接得多，这也正是本研究

不同于同类研究而选择分析职前教育的原因所

在。根据新近的一些研究，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

言，父亲的文化和职业在不同的年代对子代的教

育获得均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

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表现輥輲訛。本节的分析过程，参

照同类研究的一般惯例，将家庭背景主要操作化

为父亲的文化和职业地位輥輳訛，除此之外我们试图

引入来自母亲的一些影响，并考察家庭背景对不

同性别者的影响。

表 3 是对人们职前教育获得的回归分析。从

模型 1 的分析结果来看，父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

地位均影响着子代的教育获得，并且来自于父亲

职业地位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来自父亲文化程度的

影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获得

更高层次教育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他职业阶层。

笔者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母亲的文化程度对

子代的教育获得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輥輴訛，所以

分析过程中，我们试图在模型中带入“母亲文化程

度”和母亲的职业等变量，分析结果表明，母亲的

职业对子代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但母亲的文化

程度与子代的教育获得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

参见模型 2。并且，从后续的几个分析模型中可以

看出，在不同的年代、针对不同性别者，来自母亲

文化程度的影响一直呈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一直以来被同类研究所忽略的

现象呢？如果考虑婚姻的同类匹配性，母亲的文化

实际上能够较好地体现一个家庭文化资本拥有状

（Constant）
父亲文化程度

16 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 a

国家管理

经济管理

专业技术

自雇佣者

工人

母亲文化程度

N
Adjusted R2

表 3：父辈文化与职业对子代职前教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注：+p≤0.10；*p≤0.05；**p≤0.01；***≤0.001；（a）参照组：农民

模型 1
（总体）

9.358***

0.216***

1.503***

0.968***

1.202***

-0.396
0.927***

1557
0.181

模型 2
（总体）

8.926***

0.105***

1.255***

0.823***

0.993***

-0.347
0.813***

0.201***

1546
0.205

模型 4
（76 年及以前）

9.002***

0.068

1.241**

0.669+

0.891*
—

0.872***

0.204***

725
0.152

模型 5
（76 年以来）

9.054***

0.123**

1.366***

1.065**

1.149***

-0.135
0.832***

0.178***

811
0.224

模型 6
（女）

8.362***

0.134***

1.377***

1.031**

0.896**

-0.258
0.969***

0.221***

751
0.275

模型 7
（男）

9.347***

0.075

1.172**

0.690+

1.198***

-0.337
0.768***

0.184***

787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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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家庭文化资本的丰富性实际上可以通过潜移

默化的方式影响其子女。

模型 4 和模型 5 是为了考察不同年代家庭背

景对人们职前教育获得的影响。在分组时，我们将

研究对象按其 16 岁所在的年代分为两组，其中一

组，16 岁所处的年代为 1976 年以前，另外一组为

1976 年以后。之所以要选择跟“文革”有关的这样

一个时间点作划分，一方面是因为本研究的大多

数调查对象是在 60 年代以后完成学历教育的，另

一方面是因为，相关研究表明，在这一时间点前

后，中国人的教育获得机制是有所差别的輥輵訛。需要

说明的是，16 岁所处的年代为 1976 年以后的，大

多数人是在 70 年代末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完成

学业的，也就是说，这里所作的划分，差不多是按

照 80 年代以前和 80 年代以后完成学业划分的组

别。如果根据经验数据的收集时间来判断的话，从

白威廉（William Parish）等针对当代中国所作的相

关研究中輥輶訛，实际上就可以看出，在 80 年代及以

前，家庭背景因素对子代地位获得 （包括教育地

位）的直接影响曾经因制度干预而被消解过。但就

教育获得而言，模型 4 和模型 5 的分析结果表明，

无论是针对 70 年代末以前完成学业的调查对象

而言，还是对 70 年代末以后完成学业的调查对象

而言，作为家庭背景的父亲职业对子代的教育均

存在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并且从

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

育获得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革，日趋加强，其中最

为突出的是经济管理人员子代的教育获得。比较

模型 4（Adjusted R2＝15.2％）和模型 5（Adjusted R2＝

22.4％）的方程解释力，还可以看出，家庭背景对子

代教育获得总体影响也是随时代的变革而加强

的。另外，从模型 4 中还可以看出，对于那些在 70

年代末以前完成学业的人来说，父亲的文化程度

对其影响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对于这一发现，笔者

认为，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在那个年代，这些父辈

们的职业地位跟其文化程度之间的关联性很低

（某些优势职业地位的获得可能是依据革命功绩，

而非以文凭所体现的工业化理论所谓的知识与技

能），也就是说真正能决定这一时期调查对象父辈

地位的是其职业地位。

模型 6 和模型 7 显示了家庭背景对不同性别

者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家庭背景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不同家庭在各种资源的占有上的差异，在资源

有限的前提下，多子女家庭往往会把有限的资源

用于儿子的教育而非女儿。模型 6 和模型 7 的分

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假定。

至此，本文的假设 3 得到验证，即教育作为人

们职业地位获得的自致因素受到来自家庭背景

（父辈的职业地位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在接下来

的内容中，我们分析作为影响人们职业地位的初

职的获得过程。

（四）初职的获得过程

前文已述，人们初职所进入的单位将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人们日后的职业地位的获得。那么，人

们初职单位的选择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在研

究中初职单位被划分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 / 三资企业、个体 / 农民等

几类，分析发现，父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子代初职单

位的获得没有直接影响，因此在表 4 的回归模型

中没有纳入“父亲文化”、“母亲文化”这两个变量。

从表 4 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首先，职前教

育程度是影响人们初职单位选择的重要变量，从

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文化程度的高低对能否进入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国有企

业，再次是民营 / 三资企业，从这一结论中还可以

看出，文化程度高者在初职选择时更倾向于党政

机关 / 事业单位；其次，户籍对人们初职的影响也

是显著的輥輷訛；第三，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初职单

位的选择，特别是对子代能否进入党政机关 / 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有着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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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表 4 的分析中，作为自变量的父亲职

业地位，既考虑到了父亲的单位类型，又考虑到了

父亲在工作组织中的权力与技术能力的话，表 5

的分析则是以父亲的单位类型作为自变量。从表

5 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父亲在党政机关 / 事业单

位，以及国有企业工作的子代，初职选择时，在进

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方面有着显著

的优势。相对于那些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子代来说，

父亲单位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和父亲单位为国

有企业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进入党政机关 / 事

业单位的概率是成为“个体 / 农民”的概率的

16.394 倍和 5.559 倍；相对于那些父亲职业为农

民的子代来说，父亲单位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和父亲单位为国有企业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进

入国有企业的概率是成为“个体 / 农民”的概率的

7.446 倍和 7.378 倍。

从表 4 和表 5 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家庭

背景因素的父亲职业对人们初职单位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人们对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

进入，也就是对所谓的“体制内”单位的进入上。为

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年代的差异，我们

对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情况逐

一分析。

表 6 分析的是不同年代父亲单位对子代初职

单位选择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父亲单位和子代

初职单位分别被划分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其他三个类别。年代划分的依据是人们初

次参加工作的时间。从表 6 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

出：在任何年代父亲的单位类型对子代初职单位

的选择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父辈在全

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有更多

的机会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但在不同的年代，父

亲单位类型对子代初职单位选择的影响是不同

的。与父亲单位为“其他”相比，父亲单位为党政机

自变量

Intercept
职前受教育年限

出生户口

城镇

农村

16 岁时父亲职业地位

国家管理

经济管理

专业技术

自雇佣者

工人

农民

注：*p≤0.05；**p≤0.01；***p≤0.001；（a）参考类别：个体 / 农民

表 4：初职单位获得的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

N＝1627；-2Log Likelihood＝520.520；Chi-Square＝860.237***，df＝28，Pseudo R2（Nagelkerke）＝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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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080***

1.004***

1.001***

0

2.965***

1.320*

2.352***

-1.122
1.440***

0

Exp（B）

2.728

2.721
.

19.401
3.743
10.503
0.326
4.221

.

B
-6.751***

0.606***

1.759***

0

2.231*

1.444**

2.166***

-0.594
1.510***

0

Exp（B）

1.833

5.809
.

9.311
4.239
8.726
0.552
4.527

.

B
-3.499***

0.305***

1.397***

0

1.116
0.464
1.049
-0.135
0.831**

0

Exp（B）

1.357

4.044
.

3.054
1.590
2.856
0.874
2.297

.

B
-4.943***

0.434***

0.850*

0

1.018
0.607
1.108
-0.125
0.431
0

Exp（B）

1.543

2.341
.

2.767
1.835
3.027
0.882
1.539

.

初职单位 a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民营 / 三资



自变量

Intercept
职前受教育年限

出生户口

城镇

农村

16 岁时父亲单位

党政 /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其他

农民

表 5：父亲单位对儿子初职单位选择的影响（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輦輮訛

初职单位 a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民营 / 三资

注：N=1631； -2Log Likelihood=514.115；Chi-Square960.922，df=24，p=0.000，Pseudo R2（Nagelkerke）

=0.473；+ p≤0.10，*p≤0.05；**p≤0.01；***p≤0.0001；（a）参考类别：个体 / 农民

B
-12.027***

1.001***

0.947**

0

2.797***

1.715***

0.931*

-0.464
0

Exp（B）

2.722

2.578
.

16.394
5.559
2.537
0.629

.

B
-6.809***

0.612***

1.696***

0

2.008***

1.998***

1.097**

0.062
0

Exp（B）

1.845

5.450
.

7.446
7.378
2.996
1.064

.

B
-3.550***

0.310***

1.537***

0

0.847
0.752+

0.942*

-0.393
0

Exp（B）

1.363

4.649
.

2.334
2.121
2.565
0.675

.

B
-5.002***

0.439***

1.030
0

0.789
0.457
-0.006
0.278
0

Exp（B）

1.551

2.801
.

2.201
1.579
0.994
1.321

.

关 / 事业单位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比进入“其他”单位的概率的倍数，从总

体上来说是 14.097 倍，在 70 年代及以前是 13.091

倍，在 80 年代为 17.923 倍，在 90 年代以来这个倍

数变为 9.555 倍。从这些倍数的变化上来看，单位

类型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的在父子两代之间存

在一定的继承性，并且这种继承性在 80 年代最

强，90 年代以来这种继承性有所削弱。从分析中

同样可以看出，父亲单位为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进入国有企业也表现出更多

的可能性，并且从回归系数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可

能性也是在 80 年代最大，到 90 年代以来有所削

弱；而父亲单位为国有企业的子代在初职选择时

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相对优势

随着年代的变化逐步被削弱。对于上述随年代不

同而发生的变化，可以用整个社会的职业结构调

整来解释。在计划经济时代，选择全民所有制单位

是人们职业选择的最佳偏好，但随着年代的变革，

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国家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的

概念，在整个社会职业结构中，某些单位类型（如

私有 / 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回

报（经济的或声望的）有所提高，这就改变了人们

在初职单位类型选择上的偏好。既便如此，从上述

分析（特别是表 4 的分析）中还是可以看出，具有

优势家庭背景者有着更多的机会进入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党政机关 / 事业单

位依然是多数人在初职选择时的偏好所在。

从本节分析的结果来看，本研究的假设 4 得

到验证，也就是说，如果说作为职业经历的初职影

响着人们当下的职业地位的话，那么作为职业经

历的初职所受的来自家庭背景的影响是不可以忽

略的。

四、小结与讨论

总结经验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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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们的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来看，直接影响人

们当下职业地位的因素主要是教育程度和职业经

历（初职、工龄等），这往往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

人们的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受制于人们的自致性

因素。结合本文开头的讨论，如果把职业地位作为

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近似度量的话，这样的印

象容易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即阶层结构日趋

开放，阶层结构的自我再生特性被消解。但这一认

识又与前述代际地位关联性的结论相矛盾。从职

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来看，阶层结构的再生产特

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分析化解

了这种结论表面的矛盾，因为作为自致因素的教

育和职业经历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家庭背景的影

响。经验研究所展现的代际职业地位之间的关联

意味着，具有优势地位的家庭，可以通过子女教

育、对子女初职的选择，以及其它可能的方式，间

表 6：不同年代父亲单位对儿子初职单位选择的影响（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

自变量：父亲单位

70 年代及以前

初职单位 a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B
-2.485***

2.572***

1.751***

0

Exp（B）

13.091
5.760

.

B
-1.127***

1.619***

2.019***

0

Exp（B）

5.049
7.529

.

Intercept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其他

N=291 -2Log Likelihood=25.807 X2=67.837*** df=4 Pseudo R2（Nagelkerke）=0.243

80 年代 B
-1.429***

2.886***

1.479***

0

Exp（B）

17.923
4.390

.

B
-.652***

2.039***

2.017***

0

Exp（B）

7.680
7.514

.

Intercept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其他

N=291 -2Log Likelihood=32.951 X2=208.986*** df=4 Pseudo R2（Nagelkerke）=0.251

90 年代以来 B
-0.950***

2.257***

0.970***

0（d）

Exp（B）

9.555
2.637

.

B
-0.835***

1.794***

1.548***

0（d）

Exp（B）

6.011
4.701

.

Intercept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其他

N=564 -2Log Likelihood=31.701 X2=97.817** df=4 Pseudo R2（Nagelkerke）=0.179

总体 B
-1.442***

2.646***

1.372***

0

Exp（B）

14.097
3.943

.

B
-0.808***

1.860***

1.884***

0

Exp（B）

6.421
6.577

.

Intercept
党政机关 /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其他

N=1697 -2Log Likelihood=37.631 X2=391.795*** df=4 Pseudo R2（Nagelkerke）=0.234

注：***p≤0.001；（a）参考类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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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将其优势传递给下一代，或者说这种优势的

传递具有潜在性、隐蔽性。从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

上来看，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意味着一种再生产

的机制，并且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与再分配体制下

的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相比较，当下的这种再生

产过程越来越趋于隐蔽，日益被人们地位获得过

程的所谓的自致因素的作用所掩盖。

马克斯·韦伯曾经用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

这个概念指称某些社会集团通过只局限于让一小

部分有资格的圈内人来分享获取资源和机遇的渠

道这样的机制，从而达到报酬的最大化。并且，任

何一种能够被某些集团用来达成他们对“特定的、

通常是经济性的机遇的垄断”的群体特征———如

种族、语言、社会起源或宗教等———都可以成为社

会排斥的基础輦輯訛。其实社会排斥机制存在于任何

社会中，只是排斥的主导机制不同而已。帕金

（Frank Parkin）曾指出社会排斥的两种机制，即集

体主义排他（collectivist exclusion）和个体主义排

他（individualist exclusion）。集体主义排他指的是

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

如以种族、民族、宗教、血统等为标准的屏蔽。而个

体主义排他所制定的屏蔽、筛选标准有利于个人

竞争，而并不将某一个身份群体整个地排斥在外，

如建立在财产和文凭基础上的排他。纯粹集体主

义排他，比如那些建立在种族、宗教、族群等之上

的排他，将产生出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被统治群

体来；而纯粹建立在个人主义标准之上的社会排

他，将产生出一个以高度的社会分裂和未成型为

其特征的被统治群体来輦輰訛。当然，在真实的社会

中，两种排他通常以这样或那样的组合方式而起

作用，因此它们所产生出来的社会分层体系，总是

居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结合当代

中国的实际来看，再分配体制的政策设计和制度

安排（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对社会分层过程

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集体主义的排他。而随

着市场机制的引入，个体性的、自致性的因素在人

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被加强，这种

情形下的社会分层过程从表现形式来看是一种有

利于社会竞争的个体性排他，而这些个体性因素

所受到的非个体性影响的存在则提醒我们，内隐

化的集体主义排他的存在，而这种内隐的排他机

制则有着在一定程度上将阶层结构的再生特性隐

藏起来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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